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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夏民族的集体记忆中，大禹治水的史诗绝非简单的治水成功故事。

它以一种近乎神话的叙事，刻入了民族的政治基因：面对滔天洪水这一生

存威胁，一个强有力的公共权力应运而生，其存在的唯一目的，是组织起

来、疏而非堵，最终引领民众走出困境。这个朴素的起点，昭示着一种独

特的政府逻辑：政权的合法性，深植于其对人民最根本生存需求的回应与

保障之中。数千载轮回，当新中国在战火与贫弱中诞生，其“救亡图存”

的革命起源，正是“大禹精神”在现代民族国家层面的悲壮回响。而今日

中国提出的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发展思想，则标志着这一逻辑的历史性升

华――从保障生存的初始使命，迈向实现人民发展的更高追求，勾勒出一

条与西方利益集团政治截然不同的治理轨迹。

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源泉，始终紧扣着“人民”这一核心坐标。大禹面

对的不是抽象的敌人，而是直接威胁部落存亡的洪水；他所建立的权威，

并非来自神授或暴力，而是源于成功解决“民之生存”这一最紧迫问题的

能力。这种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的朴素治理观，为中国的政治哲学奠

定了深厚的民本底色。及至近代，山河破碎，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神州，

“救亡图存”成为时代的最强音。新中国的成立，本质上是这场波澜壮阔

的民族自救运动的最高成果。革命的合法性，正来自于它承诺并实践了带

领人民摆脱屈辱、实现民族独立与基本生存保障的历史使命。这与大禹

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所象征的公共责任与奉献精神一脉相承，都指向一个

核心：政权的根基在于回应和满足人民最迫切的生存需求。

当生存的威胁基本解除，中国政府的使命便自然地、也必须地迈向更广

阔的维度――发展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从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到“科学发

展观”，再到新时代强调的“美好生活需要”，中国政府的叙事核心实现

了从“生存”到“发展”的深刻跃迁。这里的“发展”，早已超越单纯的

经济增长数字，它是一个内涵不断丰富的体系，涵盖了物质丰裕、精神富

足、社会公平、生态良好等全方位目标。这意味着政府的职能，从提供基

本安全与生存保障，扩展为创造机会、搭建平台、维护正义，最终服务于

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。这根源于共产党“为人民服务”的根本宗旨，也

是其对人民“生存”以上更高层次诉求――对尊严、对幸福、对实现自我

价值――的自觉担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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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视线转向西方，其政府逻辑的底色则呈现出显著差异。奠基于社会契

约论等思想的西方政府，固然在历史上保障公民权利、限制权力滥用方面

有进步意义，但其实际运作常难以摆脱“利益集团博弈平台”的窠臼。不

同的财团、行业、阶层通过游说、政治献金等方式竞逐自身利益最大化，

政策输出往往成为各种势力博弈、妥协乃至“分赃”的结果。虽然其民主

形式标榜“多数决”，但在资本力量深度嵌入政治结构的背景下，“少

数”强势集团的利益常常凌驾于“多数”普通民众的福祉之上。这种逻辑

下，政府的公共性易于被稀释，其目标常是维持竞争性利益格局的平衡，

而非指向一个统一的、以全体人民福祉为皈依的长远愿景。与中国“人民

至上”的整合性目标相比，西方的治理模式更接近于一种“集团优先”的

分配性政治。

从大禹疏导洪水为民开辟生存空间，到新时代中国为十四亿人民描绘共

同富裕的发展蓝图，这条“从生存到发展”的脉络，清晰勾勒出中国政府

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与价值追求。这不是冷冰冰的统治术，而是一种根植

于文化血脉、淬炼于历史实践的责任伦理。它意味着政府并非高踞社会之

上的特权化身，而是深深嵌入社会肌理、以人民福祉为终极目标的组织形

态。在全球面临不确定性、诸多政治模式显现疲态的今天，中国的实践昭

示了一种启示：政府的合法性，终究要在其服务对象的生存质量与发展境

遇中获得最坚实的证明。当发展的成果如江河般滋养每一寸土地，政府的

根基便如磐石般稳固，这是超越一切喧嚣浮辞的历史辩证法，也是中国从

古老传说中汲取的永恒智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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